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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語：一份轉型正義與知識不正義的跨領域研究倡議 

 

 

本文藉由轉型正義與知識不正義的理論分析學術研究者與威權

政權之間的關係，去解釋威權主義如何影響一個社會的知識生產與

發展。透過案例研究，本文主張雖然兩方理論能部份地解釋一個威權

統治下的社會在知識生產與傳播上所面臨的困難，但是它們各自的

解釋似乎都無法充分地處理這個問題。在文獻回顧之後，本文發現：

（1）轉型正義似乎無法解釋威權政權在知識上對一個社會所造成的

                                                        

* 國立中山大學約聘助理教授。E-mail: kun-feng.tu@mail.nsysu.edu.tw 

投稿日期：2023年 11月 21日；接受刊登日期：2024年 6月 6日。 

東吳政治學報/2024/第四十二卷第一期/頁 205-270。 

mailto:kun-feng.tu@mail.nsysu.edu.tw


206 東吳政治學報/2024/第四十二卷第一期 

 

負面影響，以及（2）知識不正義似乎無法解釋基於該政權之政治意

識形態而來的偏見問題。據此，筆者提出一個跨領域研究計畫、其相

關問題以及解答，以求更完整地理解這個問題，對轉型正義與知識不

正義等理論做出學術貢獻。 

關鍵詞：  二二八事件、中山獎學金、臺灣、知識不正義、轉型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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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人譴責過他是否與納粹「勾結」（Gleichschaltung）了，因為他必

須去照顧自己的妻兒。更糟糕的是一些人還真的相信了納粹主義！

許多人在一段很短的時間內都如此。但這意味著他們圍繞著希特勒

編造了一堆理念，而其中某些部分還是異常有趣的東西呢！完全荒

誕、有趣而複雜的東西！那些東西非比尋常！而我感到它們畸形

（grotesque）。今天我會說他們被自己的理念給困住了，這就是發生

過的事。  

漢娜．鄂蘭  1 

壹、轉型正義與知識不正義在當代正義理論

產業中的角色 

放在知識史的脈絡下來檢視政治哲學與理論的發展，我們會說

18 世紀是理性與啟蒙的世紀，19 世紀是浪漫主義、帝國主義與殖民

主義的世紀。至於 20 世紀至今，我們或許會說這是一個正義當道的

世紀。就實際政治而言，從一次大戰後的非戰公約到二戰後聯合國集

體安全制度的建立，再到冷戰與後冷戰時期對於政治權利保障與社

會經濟資源平等分配的呼籲，無論是從國家間交往的正義原則、從國

內資源分配平等，或是從性別、性傾向身分之平等承認的角度來看這

個時代，我們確實可以說當代人類生活在一個到處充斥著正義訴求

的時代。事實上，就連中共也不得不使用國際正義等語言來要求他國

停止與臺灣交往，並指責它們對所謂「中國內政」的干預。而若暫時

撇開現實不談，則我們發現當代政治哲學與理論也順應著這股時代

                                                        

1. Arendt & Gaus（2013, p.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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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流，發展出了一個又一個圍繞在何謂正義？誰的正義？如何實現

正義等問題上的學術領域。它們探究著正義的本質、實踐原則與目

的。以 Katrina Forrester 的話來說，當代有關政治學的學術工作皆或

多或少被正義大纛的陰影所籠罩著，而即使一位學者做的不是正義

研究，他／她也被迫要去回應這個問題：你／妳為什麼不做正義理論

（Forrester, 2019）？總而言之，我們活在一個無處不高張正義訴求

的世紀。而政治哲學與理論的學術工作者們也順應著這個趨勢，發展

出了諸如分配正義、代間正義、國際正義、全球正義、環境正義…等

等一系列的正義學術產業（ industry of justice）。  

而在這個產業之中，又以轉型正義（ transitional justice）與知識

不正義（epistemic injustice）等領域最為獨樹一幟。它們突出於其他

正義研究的關鍵在於其自始至終都是關乎具體實踐的學術研究。

與 G. A. Cohen 所強調的那種獨立於具體實踐、事實脈絡，並且只

探討抽象正義原則的理想型理論（ ideal theory）不同（Cohen, 2011, 

p. 227），Colleen Murphy 認為轉型正義處理的是具體的正義情境

（circumstances of justice），而它總是形塑著我們如何去理論化規範

（Murphy, 2017, p. 37; Valentini, 2012, p. 658）。Ruti Teitel 甚至認

為，由於從威權到民主的轉型是一段過渡時期，所以這期間的法律與

政治轉變也必然是動態的，這意味著任何對於正義理想的訴求都將

是不完整的。基於此 Teitel 宣稱，轉型社會能夠適用的是轉型期法學

（ transitional jurisprudence），而：  

它的正義概念是部分地、依於脈絡的，並坐落在至少兩種法律或

政治秩序之間。法律規範很多，而正義的理念也總是一種妥協。

轉型期法學關注的是，在新政治體制的規範建設中法律的典範使

用「所扮演的角色」，這個暫時地、極度政治化的轉型期法學典

範，和那既不完美又不完整的、非理想的正義（nonideal justice）

概念有關。在不尋常的政治處境裡，是過渡之中的位置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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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al position）決定了何謂公平與正義，而不是一個理想

化的阿基米德支點（ idealised Archimedean point）決定之（Teitel, 

2000, p. 9, p. 224）。  

換言之，轉型正義研究的出發點是實際而具體的不正義處境，

例如內戰過後百廢待舉的殘破社會，而非抽象原則。而從轉型正義

研究的發展歷史來看，我們可知它處理的大多是如何將法律實際

推 行 於 不 義 社 會 的 應 用 問 題 （ Newman, 2019, pp. 1-14; Turner, 

2017, pp. 15-24）。轉型正義首先著眼的是威權時代遺留下來之具

體不正義的社會結構。  

至於知識不正義的研究，Miranda Fricker 指出其特點在於「不正

義」。相對於正義原則的理想型理論，她認為：  

聚焦在正義促成一種印象，即正義是正常的，而不正義是不正常

的。但顯然這可能是非常不正確的。聚焦正義也促成另一種印象，

就是我們應該先理解正義，就能以否定的方式來理解負面的不正

義…我特別關注認識活動領域中的不正義，我認為在這領域中有

些方面出現不正義是正常的，而且透過觀察負面的知識不正義，

是展現知識正義內容，甚至是知道有知識正義存在這件事的唯一

方式（Fricker, 2007, pp. vii-viii; 弗里克，2019，頁 14）。  

換句話說，知識不正義是一門從個體的具體不正義處境出發，並

透過「揭示我們認知活動中不可或缺的倫理特徵」來獲致一種緊貼現

實的批判理解工具（on-the-ground tool of critical understanding），去

檢視日常生活經驗裡的不正義的學科（Fricker, 2007, p. 4, 2017, p. 56; 

弗里克，2019，頁 20）。知識不正義首要著眼的是個體知識活動中

所遭受的具體不正義處境。  

總之，轉型正義與知識不正義等兩個領域在當代的正義理論產

業裡佔據了獨特的位置。前者的發展往往由聯合國官員、法學家、

NGO 工作者與志工等來推動。他們也傳遞轉型正義的相關知識，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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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當地社會和解與建立轉型期間的法律機構來審判過往加害者。近

期，轉型正義學者也開始反思自身的知識傳播問題（Unger, 2021）。

知識不正義則大多是由女性主義者、性少數族群及所謂「第三世界」

國家的學者們來發展與批判。他們甚至檢視知識不正義領域本身

在知識發展上的不正義，自我檢視其主流文獻過於西方化的傾向

（Chimakonam, 2020）。然而，即使是這兩個如此自省的領域，仍敵

不過政治現象之多元與不可測所帶來的挑戰。筆者發現到，臺灣轉型

正義中一些獨特的案例竟無法被這兩方面的文獻給各自完整地解

釋。這些案例包含了臺灣黨國威權時期的國民黨中山獎學金（Sun 

Yat-sen scholarship）（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黨產會，2020a, 

2020b, 2019a, 2019b；陳鈺馥，2018；劉世怡，2021），以及近期圍

繞在 1983 國家安全局之「拂塵專案」與《悲劇性的開端－臺灣二

二八事變》一書上的爭議（朱乃瑩，2022；吳俊瑩，2022；周婉姚，

2022）。以這兩個案例作為引子，筆者提出了本文的研究問題。  

一、研究問題、分析層次，研究貢獻與限制 

本文透過探討一系列有關黨國如何在集體層次上控制知識生產

與學術資源分配，以及在個體層次上對知識份子施加影響（例如威脅

與利誘）而迫使其為支持黨國體制一份子等諸多案例，來試圖回答以

下研究問題：威權體制在學術資源分配上的不正義如何導致知識生

產上的不正義。仔細來說，這個問題牽涉到集體與個體等層次與兩層

次之間的關係：（1）黨國的特殊政治體制如何藉由控制學術資源分

配來控制學術知識生產者個體的育成（如國民黨中山獎學金的案例）

與集體的知識產出（如「拂塵專案」案例）；（2）在黨國的特殊體

制下知識生產者個體（如彭明敏、殷海光及黃爾璇事件等案例）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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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如台大哲學系事件案例），以及集體知識產出本身如何受到壓迫

與控制（如蓬萊島雜誌案與文星案等事件）。然而筆者宣稱，本文所

檢視的案例只是部分地解答了研究問題而已。筆者認為，轉型正義領

域與知識不正義領域之間必須形成跨領域的研究計畫才能徹底地回

答該問題。簡言之，本文列舉諸多案例，目的除了在嘗試回答研究問

題之外，也在指出兩領域未來可共同進行研究的方向。  

筆者發現，上述研究問題是兩領域之文獻所遺留下來的共同缺

口，而且它無法被任一文獻給完整回答：轉型正義理論雖然可以解釋

威權時期學術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但它似乎無法從知識層面解釋

該不均如何對社會造成影響（無論是威權統治在知識發展上對當時

社會的傷害，或是威權時期所生產或壓抑的知識遺留到轉型社會的

問題）；而知識不正義理論雖然能解釋反抗威權政府之學者們所可能

遭受的不義，但其分析框架（即證言與詮釋不正義）似乎忽略了政治

體制帶來的影響。總之，本文雖然試圖以轉型正義或是知識不正義等

理論來分析案例並回答研究問題，但也發現各自理論似乎都無法完

整地回答之（見第參節）。  

在理論層次分析上，本文聚焦在實然面（亦即，轉型正義與知識

不正義等文獻所共同面對的研究問題是什麼？），而非應然面的討論

（學術資源分配不正義所導致的知識不正義為何是不應該發生的？

理論上要提出什麼規範性原則來改變這種狀態）。2 雖然前面的轉型

正義與知識不正義等文獻回顧與案例回顧時，應然面的問題無法避

免，筆者仍主張本文聚焦（也嘗試只聚焦）在實然面的分析層次上。

原因在於，本文試圖論證的是一個「問題」的存在：轉型正義與知識

不正義等文獻，各自可能無法完整解釋與解決的那個問題本身是什

                                                        

2. 感謝審查人在分析層次的提問、提醒與建議，讓本文得以釐清這方面的問題。 



212 東吳政治學報/2024/第四十二卷第一期 

 

麼？本文回顧的諸多案例都旨在證成這個問題的存在，並認為該問

題只能透過兩方理論的跨領域合作才可能被解釋與解決。筆者認為

我們得要先探索問題是什麼，才能追問應該如何解決之。  

二、論證方法與章節安排 

在論證方法上，本文首先回顧轉型正義與知識不正義等文獻，指

出兩方理論所可能共同忽略的問題（第貳節）。其次本文探索臺灣與

臺灣之外的諸多案例來指陳這個問題事實上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

（第參節）。換言之，只要有經歷過（或正在經歷）威權統治的國家，

它們都會面臨到本文所提出的研究問題，亦即威權體制在學術資源

分配上的不正義如何導致知識生產上的不正義。以第參節的案例分

析為基礎，筆者宣稱本文的研究問題唯有透過一個結合了轉型正義

與知識不正義等理論的跨領域研究計畫才能被解釋與解決，並指出

兩點未來可以共同研究方向（第肆節）。筆者最後總結文章的主旨

（第伍節）。  

貳、轉型正義與知識不正義的理論發展與批判  

本節回顧轉型正義與知識不正義等學術領域至今的發展與批

判，並指出其各自文獻上所可能的缺漏。就前者而言，雖然近幾年轉

型正義學者們開始反思自身知識生產與在地脈絡之間權力不對等的

問題，但該反思似乎只侷限在學術知識生產者上，而並未擴及到一個

（對轉型正義學者們來說）更為明顯的問題上：威權時期學術資源分

配的不正義。換言之，轉型正義學界的知識面自我反思，其檢視對象

仍以學界本身的知識生產者為主，而非威權時期的知識生產體制。而

就後者來說，雖然知識不正義學者們一直以來都對學界知識生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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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有反思與批判，但這種批判似乎仍大多聚焦在社會層面上，而非政

治層面。亦即，因政治意識形態而來的證言或詮釋不正義似乎不是知

識不正義學界關注的問題。據此，這兩門研究領域所共通的文獻缺漏

也呼之欲出了：他們並未關注威權時期的學術資源分配不均與知識

生產等問題。這個缺漏將在檢視完第參節所陳述的案例後顯露。但在

探討它之前，我們必須先行回顧轉型正義與知識不正義等理論至今

的發展與批判，方能掌握該遺缺的由來。  

一、轉型正義的理論發展與其批判 

依據當代轉型正義研究先驅學者 Ruti Teitel 的理解，轉型正義

可以被定義為「一個有關某一時期政治變遷的正義概念，其特點在於

以法律去對抗先前的壓迫政體（Teitel, 2003, p. 69）」。而 Teitel 也

列舉了一些問題來概括這些不義（Teitel, 2000, p. 3; 泰鐸，2017，頁

17）：社會該如何面對邪惡的過去？一個致力於法治的新政府，其背

後的社會共識究竟是如何建立的？哪種法律行為具有轉型的意義？

一個國家回應其高壓統治的過往和它現在對創造自由秩序的展望，

這之間有什麼關係？法律促成自由化的潛力是什麼呢？而依照國際

非政府組織轉型正義國際中心（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ransitional 

Justice, ICTJ）網站上的定義，轉型正義指的是「社會如何回應過往

大規模與嚴重的人權侵害…而社會與利害關係人們必須找到有關以

下艱鉅問題的答案：是否、何時及如何開展一條通往和平、正義，

與包容性未來的道路，在途中過去所犯的罪已被承認與平復，而公

民們與政權領導人同意絕不能重蹈暴力與人權侵害的覆轍」，並且

牽涉九項議題：刑事正義、賠償、真相與記憶、制度改革、性別正

義、青年參與、永續發展、防止人權侵害與暴力，以及建立和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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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ransitional Justice , 2023）。從上述 ICTJ

與 Teitel 各自的定義與所列舉的問題，我們可知轉型正義旨在以法

律處理集體層次的、政治上的不正義，而其目的在於促使一個社會面

對過往的邪惡並重建社會共識，進而讓國家從過往壓迫人民的政體

轉變成民主法治、尊重人民自由與權利的政體。簡言之，轉型正義在

一開始處理的是集體層次的政治問題。  

目前為學界所廣為引用的定義來自於 2004 年聯合國秘書長的報

告，其明確地表示轉型正義：「是一個大範圍的、關於一個社會嘗試

去釋懷過往大規模虐傷遺緒的過程與機制，其目的在於確保課責性、

伸張正義，與達成和解。它們同時包含了法律與非法律的機制，並伴

隨著不同程度的（或者完全沒有）國際參與以及個人起訴、補償、

真相探究、制度改革、偵調、撤訟，或者以上這些機制的組合（UN. 

Secretary-General, 2004, p. 4）」。而發展至今，轉型正義工作者們

處理的集體層次不義也逐漸從政治擴及到了社會與經濟發展層面，

而這也擴充了轉型正義原本的定義（Newman, 2019, p. 11）。以下

筆者回顧轉型正義領域的發展歷史來探討其理論與定義是如何漸

次地擴展。  

就概念的起源來說，雖然有些學者認為轉型正義最遠可追溯古

希臘時期（Elster, 2004, pp. 3-23），但是大部分的研究者咸認我們目

前熟知的這個詞彙與其法律實踐卻是晚近才出現的，它們大約出現

在 1980 年代末至 1990 年代初期，即阿根廷民主化之後（Newman, 

2019, p. 2; Paige, 2009, p. 326; Sharp, 2018, pp. 2-3, p. 5; Turner, 2017, 

pp. 13-16）。Teitel 將轉型正義的發展歷程劃分為三個階段：二次大

戰結束至冷戰時期、冷戰後民主化與現代化浪潮興起至到二十世紀

末，以及二十世紀末至今（Teitel, 2003, pp. 70-71, pp. 89-90）。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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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說，這是一段轉型正義從處理特殊個案到常態化為制度（從紐倫堡

／東京審判法庭、前南斯拉夫特別審判法庭等等，再到國際刑事法

庭），從附屬研究議題到獨立成領域的過程（從民主轉型／現代化理

論的一部份、2004 聯合國秘書長報告中的轉型正義定義，再到轉型

正義國際期刊的創刊），如 Teitel 所說：轉型正義工作者與學者的處

理對象，已逐漸從後衝突時期的特殊情勢轉到了承平時期的衝突上

了（Anders & Zenker, 2014, p. 398; Sharp, 2018, pp. 7-8; Teitel, 2003, 

pp. 89-90）。而在眾多法律學者、聯合國官員、人權運動者和 NGO

工作者們的努力下，轉型正義也逐漸變成了一個產業（ Newman, 

2019, p. 11）；或者以 Rosemary Nagy 的話來說，成為了一部推廣人

權、法治、自由民主與市場經濟等西方價值的全球計畫了（Nagy, 

2008）。總之，轉型正義著實已成為了一個獨立的概念，並在眾多工

作者的努力下發展出了許多法律或非法律上的實踐以處理內戰結束

後的國家重建、殖民主義遺緒的清理，與從威權過渡到民主期間法治

（rule of law）的確立等問題。筆者稍後將討論轉型正義學者們對這

種全球計畫、甚至是領域知識生產本身的批判。  

轉型正義理論在各個時期都有不同的發展，以因應各時期其所

面臨的問題與挑戰。二次大戰結束後的紐倫堡與東京審判法庭確立

了轉型正義的第一個實踐典範，即以國際刑事法律來審判個人在大

規模人權侵害事件中的責任，並藉此確保國際和平（Teitel, 2003, pp. 

72-74），而這也是轉型正義理論中懲罰式正義（retributive justice）

的由來（Buckley-Zistel, 2018, pp. 156-158）。到了 1980 年代至 2000

年初左右，從阿根廷的民主化運動開始、到南非種族隔離政策的結

束，再到國際刑事法庭的成立等，這二十年可說是當代轉型正義領域

之建立與理論快速發展的時期。轉型正義一詞被創造了出來，用來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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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一系列新興的政治難題，例如如何從毫無法治基礎的威權政府過

渡到民主法治的政體（阿根廷），以及如何在族群撕裂的社會裡重建

共識、改革政體而不陷入內戰（南非）等等。Arthur Paige 發現到轉

型正義最早的定義也正是在此時期被提出來的，然而它並非如 Teitel

那般被單獨地定義而自成一個概念，而是和民主轉型（ transition to 

democracy）掛勾在一起（Paige, 2009, pp. 325-326, p. 331）。  

Teitel 指出，雖然這個時期轉型正義的主要工作仍在於引介入國

際法律的規範（例如人權）來改造一個社會，使之走向法治、現代化

與民主化，但也正是在 1980 年代至 2000 年這個時期，轉型正義的

學者們逐漸從法律（如懲罰式正義）轉往非法律層面去發展與擴充理

論、概念與實踐，我們現今熟知的諸如加害者以真相換取受害者原

諒、以族群和解替代刑事懲罰，以及恢復式正義（ restorative justice）

等等都是這個時期的產物（Buckley-Zistel, 2018, pp. 158-160; Teitel, 

2003, p. 76, pp. 77-89）。而在聯合國與法學專家聯手發行了一系列

手冊向過渡社會推行轉型正義的「最佳實踐（best practice）」之下，

轉型正義的概念與實踐範例不僅被拓展至全球，它也逐漸獨立於其

他領域而成為了一個由法律專業人士所把持的研究領域了（Newman, 

2019, p. 11; Sharp, 2018, pp. 10-11; Turner, 2017, pp. 21-22）。  

上面所引用的 2004 年聯合國秘書長報告可說是標誌著轉型正義

在理論與實踐上確立成獨立領域的分水嶺，其他諸如 ICTJ 的成立與

牛津轉型正義國際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itional Justice）

的創刊等皆可做為印證。轉型正義發展至今，作為一嚴謹的學術研究

領域可說是毫無懸念，故無法以「清算鬥爭」等寥寥數語來概括其意

義。然而，也正是在確立成獨立領域的同時，對於轉型正義的批判以

及其研究者們的自我反思亦逐漸浮現。部分學者指出轉型正義無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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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論與實踐上皆過於重視公民政治權利，而似乎有忽視過往社會

經濟上資源分配不正義所造成的傷害，因此他們認為社會經濟權利

也應該被納入理論考量（Mani, 2002, 2008; Miller, 2008; Turner, 2017, 

pp. 30-33; Waldorf, 2012）。近年來更有學者認為轉型正義概念本身

已過於侷限，所以提倡以「變形正義」（ transformative justice）來替

代之（Evans, 2018; Gready & Robins, 2014; Newman, 2019, pp. 22-

23）。一些女性主義研究者也指出，轉型正義似乎忽略了性別平等在

社會轉型中的位置（Aguirre & Pietropaoli, 2008）。然而，Catherine 

Turner 認為這些都只是內在批判（ internal critique），意味著它只是

在既有的研究框架下尋求理論的增補與擴充而已，而一些對轉型正

義理論預設的質疑，甚至是對該領域知識生產本身的批評等等，似乎

才真正挑戰了轉型正義此一領域（Turner, 2017, p. 25）。  

一方面，部分學者質疑轉型正義理論的預設本身，諸如真相、和

解與原諒等意義。Erin Daly 指出對於一個正在轉型中的社會來說，

「何謂真相」本身便可能是衝突的火種（Daly, 2008; Turner, 2017, p. 

36）。而對於真相陳述的話語權爭奪、爭奪失敗而被迫沉默者，以及

過往加害者也極力塑造自己為受害者等等，再再顯示了真相反而可

能造成進一步的壓迫（Turner, 2017, p. 38）。而當加害者所提供的真

相被懷疑是在扮演受害者（playing victimhood）以博取同情時，受害

者們便會收回原諒，使真相無助於社會和平與族群和解。更有甚者，

就算真的有真相，那麼受害者就有原諒的義務嗎？Rebecca Saunders

便指出原諒反而可能對受害者造成二次傷害，尤其是當受害著的原

諒是迫於社會尋求和平穩定的壓力，而非真正感到原諒了加害者時

（Saunders, 2011; Turner, 2017, p. 39）。換句話說，若原諒被認為是

受害者的義務而不是一種權利，則以真相換取原諒也不過是進一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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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拒了不願和解的受害者們（Minkinnen, 2007; Turner, 2017, p. 39）。

這進一步挑戰了何謂和解的意義。有學者便指出若第一步沒有以調

解（conciliation）來重建對人性的信心與社會連帶（solidarity）的話，

那更進一步的和解（ re-conciliation）似乎也不可能了（Campbell & 

Turner, 2008, p. 394）。而和解雖然是建立在加害者與受害者之間對

於過往不義的真相有一個彼此同意的理解上，但這也意味著真相是一

個動態的過程，亦即，是真相的辯論過程創造了和解，而非先預設和

解而再來探究真相（Campbell & Turner, 2008, pp. 394-395）。然而，

這是否也意味著對轉型社會而言真相便足矣，而和解或許根本沒有

必要了呢（Turner, 2017, p. 41; Weinstein, 2011）？總之，就連轉型

正義研究者們也開始質疑自身理論與實踐上的預設了。  

另一方面，有些學者則更激進地批判轉型正義的知識生產，甚至

是領域的正當性本身。已有不少學者指出，轉型正義的理論發展從一

開始便是深植於冷戰後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之中，並與市場經濟、

民主化、自由化、人權論、和平論，以及現代化理論等相關聯（Nagy, 

2008; Paige, 2009, pp. 357-358; Turner, 2017, pp. 42-44）。以 Dustin 

Sharp 的話來說，當代轉型正義理論從一開始就是在蘇聯解體、自由

主義勝利的「歷史終結」氛圍中誕生的，它透過聯合國官員與法律學

者們的書寫影響了 NGO 工作者在第世界轉型社會中的實踐，進而使

得轉型正義成為以西方自由民主意識形態為基調的專業化（若不是

官僚化）的領域（Sharp, 2018, Chapter 1）。更甚者，因轉型正義的

新自由主義優勢論述侷限在處理特殊時期的大規模傷害，故其不僅

忽視了殖民主義下的日常傷害，也忽視了在地實踐脈絡的特殊性，

而只是一昧地從上至下推行自由民主價值來試圖締造區域和平

（Fletcher et al., 2009; Maddision & Shepherd, 2014; Sharp,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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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ix; Sriram, 2009）。據此學者們反省到，由於轉型正義是一個緊貼

在地實踐的領域，因此它除了必須反思自身知識生產與在地應用所

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外，也必須形成北-南研究的夥伴關係以納入更

多元的聲音（Fletcher & Weinstein, 2018; Jones & Lühe, 2021; Jones et 

al., 2021; Unger, 2021）。總之，轉型正義理論發展至今的趨勢是研

究者們對領域本身的批判，以及其對自身作為知識生產者所享有之

權力的反省。然而將如第三部分所示，這般知識層面的理論反省似乎

忽略了一個顯而易見的、轉型正義應當處理的一個問題：威權時期知

識生產資源的分配不正義如何影響知識生產本身。  

二、知識不正義的理論發展與其批判 

Miranda Fricker 在其 2007 年出版的《知識不正義》一書裡開宗

明義表示，知識不正義是「認知層面的不正義現象」，並且和一般哲

學對於何謂正義等問題的解答方式不同。她指出，相對於一般正義理

論認為知識上的不正義不過是知識商品上的分配不公，而因此忽略

了獨特的知識面向，知識不正義旨在探究就知識層面上因「錯待一個

人作為認知者的身分（a wrong done to someone specifically in their 

capacity as a knower）」而來的不正義（Fricker, 2007, p. 1; 弗里克，

2019，頁 17）。據此，Fricker 將該知識層面的錯待定義為兩方面的

不正義：  

證言不正義（ testimonial injustice）和詮釋不正義（hermeneutical 

injustice）。證言不正義發生於聽眾因偏見貶低發言者的可信度

時；詮釋不正義則發生在理解自身社會經驗的初期階段，因為缺

乏集體詮釋資源，導致某人處於不公平的劣勢。證言不正義的例

子就像是警察因為你是黑人而不予採信；詮釋不正義則可能是你

遭受到性騷擾，可是卻身處在仍然缺乏這個關鍵概念的文化中

（Fricker, 2007, p. 1; 弗里克，2019，頁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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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知識不正義旨在探討這兩種不正義處境。而 Fricker 宣稱

到，這種探索「目標是揭露兩種最為根本的日常認知活動所具有的

倫理面向：一是透過告知他人傳遞知識，二是理解我們自己的社會

經驗」；換言之，由於知識不正義聚焦在知識活動上，而它「源於

認知活動中社會權力的運作」，因此對活動中不義處境的探討「使

我們對於如何成為認知者的哲學討論，能更恰當地反映出人的處境

必然置於社會情境之中（Fricker, 2007, pp. 1-2, p. 176; 弗里克，2019，

頁 18，頁 220）」。由此我們可知，知識不正義討論的是社會權力運

作所造成的、人們認識活動上的不正義。它首先是一個社會問題。  

相較於轉型正義，知識不正義這個領域的確立是更為近期的事。

如 Ficker 所說，雖然傳統倫理學、知識論，以及當代的正義（分配）

理論等皆或多或少觸及知識層面不正義的問題，但是因知識活動本

身 而 來 的 不 正 義 則 從 未 被 當 作 一 獨 立 概 念 而 被 研 究 者 重 視 過

（Fricker, 2007, pp. 2-3; 弗里克，2019，頁 18-20）。在回顧了相關

文獻後，筆者判斷知識不正義的相關討論大約從 2000 年左右開始發

展，並以 2007 年 Fricker 所出版的《知識不正義》做為一分水嶺。

在這之後，知識不正義一詞不僅愈來愈廣為人知，在正義理念的大纛

下圍繞著該概念的研究亦愈來愈多，並且與諸多理論或哲學領域有

所連結（Kidd et al., 2017, p. 1）。雖然知識不正義是一個相對新興

的學術領域，但是發展至今也產生了許多理論與批判。  

Kristie Dotson 提出了知識活動上知識壓迫（epistemic oppression）

的問題，它意味著一個人因身處在某個造成社會知識困乏的位置或

社群裡而陷於知識排除的境地；知識排除（epistemic exclusion）指的

是一種減損認識者知識能動性（epistemic agency of knowers），進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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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損其參與知識社群能力的侵害，而知識能動性則是指個體有運用

共享於某知識社群中知識資源，進而參與知識生產或修正這些資源

的能力（Dotson, 2012, p. 24）。舉例而言：如果我認為妳是笨蛋（我

減損了妳的知識能動性），那麼我就不會浪配時間跟妳進行某知識

討論（我減損了妳參與知識社群的能力），進而排斥了妳藉由討論

來使用或修正知識的能力。以 Gaile Pohlhaus Jr.的話來說，知識活

動不正義的起因在於（1）錯誤地對待認識者；（2）使知識活動運

作不良（如曲解或妨礙提問），以及（3）藉由或者在知識實踐與制

度中造成傷害（Pohlhaus Jr., 2017, pp. 13-14）。而從這三個原因出

發，我們可以從四個不同的視角來檢視認識者在實踐或制度中知識

活動的不正義：認識者之間的不平等權力關係、認識者與認識形塑

者之間的關係、知識系統的排除（exclusion）程度，以及知識勞動

與生產的問題（例如誰被排除於知識生產之外、知識生產因結構問

題而不被承認或無效，或者剝削知識生產者等）（Pohlhaus Jr., 2017, 

pp. 13-14）。  

Rachel McKinnon 依據 Dotson 的分析指出當前知識不正義理論

的發展，主要聚焦在辨認與理解何種知識傷害構成了知識暴力，進而

形成了知識壓迫（McKinnon, 2016, p. 442）等問題上。除了 Fricker

提出的在證詞上因偏見而造成對發言者之不信任（證言不正義），以

及因社會缺乏適切的知識資源來詮釋發言者所遭受之不義處境（詮

釋不正義）之外，其他學者更進一步地分析知識傷害的本質，而其中

最重要的例子便是知識不正義與無知的知識論（ epistemology of 

ignorance）之間的關聯。Rebecca Mason 分析了兩種詮釋不正義中的

無知：被邊緣化的人因缺乏詮釋資源而無法理解自身經驗與壓迫，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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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被邊緣化者對自身處境的無知，以及一位身處優勢社會群體的人

無法認識到被邊緣化群體所受到的壓迫，亦即優勢社會群體成員對

結構性壓迫本身的無知（Mason, 2011; McKinnon, 2016, p. 441）。後

者那種因為優勢社群（例如廢奴之前的美國白人男性）排斥劣勢社群

（例如女性或男性黑奴）之知識宣稱、不承認它為知識資源，進而使

優勢社群把自己置於無知的情況，Gaile 稱之為自願的詮釋性無知

（wilful hermeneutical ignorance）（McKinnon, 2016, p. 442; Pohlhaus 

Jr., 2012）。  

然而，Dotson 認為上述那種無知或許和詮釋資源的困乏無關，

而是一種赤裸裸的知識暴力，它是由兩種明顯的證言不正義造成的：

證言噤聲（ testimonial quieting），指聽者因錯誤的理由（例如性別或

種族歧視）而不將發言者視為知識來源，以及證言扼殺（ testimonial 

smothering），指發言者（例如黑人或女性）認知到聽者由於對其身

分的歧視而不太可能會去好好地理解自己所說的話，所以乾脆什麼

都不說了（Dotson, 2011; McKinnon, 2016, p. 442）。換言之，這是一

種優勢群體不承認邊緣化群體之社會地位，進而貶損其發言與書寫

的不正義（McConkey, 2004）。這種因優勢群體掌握知識資源而邊緣

化弱勢發言者的社會結構本身，其形成可能是有意識地或是無意識

地。優勢群體有意識地（偏見地）減損認識者知識能動性的案例有很

多，例如社會上某族裔（如白人）所佔據的詮釋優勢或者殖民者對殖

民地的優勢等（Bhargava, 2013; Mills, 2007）。而無意識的案例則可

能發生在專業與非專業人員的知識交換之間，例如醫療從業人員與

患者間，或者發生在政策制定者構思法律時，其對適用主體之設想與

該主體實際經驗有落差時，例如原住民政策（Kidd & Carel,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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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osie, 2012）。優勢群體不僅掌握了詮釋資源，其證言也透過這些

資源在社會上享有獨特的地位與效力。  

至此，有鑑於理論的不斷發展，Fricker 在《知識不正義》出版

的十年後修正了其原本的定義。她區分了知識不正義與差別待遇的

知識不正義（discriminatory epistemic injustice，前者指知識資源的分

配不正義，後者則是她原本的證言與詮釋不正義的統稱），並指出證

言不正義可能是無意識發生的（進而可以和有意識的歧視做區分），

並強調詮釋不正義是一種結構性問題，因此也可能是無意識地產生

的（Fricker, 2017, pp. 53-55）。換言之，相較於顯而易見的歧視，

Fricker 認為差別待遇的知識不正義理論較多關注的是知識主體如何

因為權力關係而無意識地造成或陷入不正義，並探究如何消除之。亦

即，這是一個知識層面的社會問題。  

這般針對優勢群體邊緣化弱勢群體發言與書寫的批評，也轉移

到了知識生產者本身、甚至是知識不正義領域本身的批判上：學術的

知識生產者如何成為一優勢群體，進而邊緣化或排除了弱勢知識生

產者的聲音。無論是否有意識到這件事，知識生產者之間一樣可能

會發生知識不正義。屬於優勢群體的知識生產者可能會因為族裔、

出生地、性別，甚至是姓名（如歐洲與亞非等姓名上的不同）等因

素而有意識地差別對待非優勢群體的知識生產者。這種學術界中主

流研究者的有意識排除，以 Gaile 的話來說便是一種自願的詮釋性

無知：自願而有意識地、以減損知識正當性（ legitimacy）的方式來

排除弱勢知識生產群體的知識宣稱，進而使得主流研究無視於自身

以外的其他知識資源。過往臺灣把轉型正義的學術貢獻以「清算鬥

爭」寥寥數語給一筆勾消並把它排除於政治學研究之外，便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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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  

但是，若暫時摒除這種顯而易見的歧視，則我們也會發現在知識

生產上，基於學術訓練與文化等無意識因素而產生的差別對待與不

義也會發生。如同 Amy Olberding 與 Walter D. Mignolo 所發現，由

於佔據主流地位的英美哲學對於自身哲學的理解已建立起了規範

（norm），所以這使得非主流哲學家在英美學術圈做哲學這件事上

陷入了兩難：若他們的哲學貢獻符合主流英美哲學規範，則其書寫不

過是對主流哲學的不必要添加；而若他們的貢獻與已建立的主流哲

學規範不符，則其書寫會被視為缺乏（un-）或較少（ less-）哲學性

（Mignolo, 2002; Olberding, 2015）。這也是為何有些學者認為，雖

然 Fricker 揭露了黑人女性知識不正義的問題，但在知識不正義作為

領域上其文獻引用與討論卻非常的「白」的原因（McKinnon, 2016, 

p. 439）。據此，Franziska Dübgen 指出若要避免這種知識生產上的

不正義，則主流學術群體應改變研究取徑進而納入非主流的研究方

法（Dübgen, 2020）。  

然而，在因為缺乏詮釋資源而造成優勢－弱勢學術知識生產者

之間的不正義上，知識不正義理論所面臨的問題則更加棘手。在此知

識不正義理論與轉型正義理論所面臨的是一樣的問題：在地脈絡與

知識如何能自成一格並成為學術研究的主角，而不是僅做為待主流

研究者挖掘與利用的知識資源？Susanne Koch 指出在發展援助的實

踐上，來自南方世界（global south）的專家們面臨了知識不正義。

Susanne 認為，由於南方世界專家沒有知識資源來詮釋自身的社會現

實，所以北方世界（global north）的專家們難以理解他們的處境，而

這種詮釋不正義正是造成全球不平等的根本原因（Koch, 2020）。正

如 Fricker 的性騷擾案例所指陳的，在「性騷擾」一詞被創造出來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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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社會接受為一種指涉因性而來的不適與壓迫之前，沒有概念、語彙

與陳述來適切地表達那種不快與痛苦，南方世界的專家們在學術界裡

也陷入了類似的失語之中（Chimakonam, 2020; Fricker, 2007, pp. 147-

152; Pratt & de Vries, 2023; 弗里克，2019，頁 183-190）。而雖然大

學具有提供詮釋資源，進而減少知識不正義的功能（Boni & Velasco, 

2019），但是在研究、教學與知識生產上仍以西方論述為主流的今

日，這種詮釋資源上的賦權（empower）是否仍會陷入一種西方中心

而無視在地具體脈絡的問題呢？  

就這個問題，Fricker 同意 Sandra Harding 所提出的可能解方，

亦即從無權力者的經驗開始思考，並展示這些經驗所提出的哲學問

題（Fricker, 2017, p. 56; Harding, 1991）。至於要如何這般地思考呢？

Fricker 認為：  

從（真實的或想像的）無權力者的經驗開始做哲學理論能鼓勵

「我們」聚焦在人際間的失能與矯正它的可能性「等議題上」。

雖然我不會去假裝這種思考方法能給所有問題答案或者使其他

觀點變得多餘，但是我相信這在哲學上能收穫豐富（Fricker, 2017, 

pp. 57-58）。  

這是一種知識不正義研究者的自省。他們藉著批判該領域本身

來提醒我們，即便是學術知識生產者之間也可能會有不正義的問題

發生。然而，正如筆者即將透過下一節案例進行說明的，這種對於知

識生產者的自省似乎仍停留在社會問題的層次上，並可能忽視了因

政治體制（例如威權政府造成的學術資源分配不平等，進而扭曲知識

生產而對社會有負面影響等等）而來的知識不正義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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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學術五毛與他們的產地：以案例分析威權

統治對學術資源分配、知識生產者與知識

生產本身所造成的影響 

本部份透過分析一系列案例來嘗試回答本文的研究問題，即威

權體制在學術資源分配上的不正義如何導致知識生產上的不正義。

一方面，該問題牽涉到集體與個體等兩個層次。本部分試圖將案例分

成兩類，藉以釐清兩個層次之間的關係：（1）威權體制如何透過分

配學術資源來培育（個體）學術知識生產者與控制（集體）學術知識

產出；（2）威權體制如何透過分配學術資源來壓迫（個體）知識生

產者或（集體）知識社群，進而是打壓知識生產本身。這些案例再再

指陳了本文的研究問題不只存在，也必須被民主化後的政治理論學

者們所重視。  

筆者將受到威權政府學術資源栽培或挹注者定義為學術五毛。3

                                                        

3. 似乎已有相關研究能幫助我們理解這群威權統治下的學術知識生產者。例如：希爾斯對知

識份子與當權者之間在政治與知識生產上的張力進行分析，以及 Jon Elster 對於威權時期

錯待者（wrongdoers）的七大分類中關於真心信仰威權意識形態者（fanatics）、為了獲取自

身利益者（opportunists）以及為了明哲保身者（conformists）的分類等等，似乎皆可指涉

本文所欲定義的學術五毛（Elster, 2004, pp. 141-142; 希爾斯，2004，第一部）。然而，希爾

斯對知識份子與當權者間關係的分析是廣泛的而不僅止於威權統治下的御用學者。而

Elster 也承認自己基於納粹、東歐國家與東德等轉型正義法庭判例而歸類出來的分類仍有

侷限，無助於理解錯待行為的體系（systems of wrongdoing）而無法釐清各類錯待者間的激

勵、剝削或互補等關係（Elster, 2004, p. 142）。雖然學術五毛這概念包含了 Elster七大分類

中的三者（即真心信仰威權意識形態者、為了獲取自身利益者與為了明哲保身者）因此無

法像 Elster所定義的那般限定，然此一概念卻能凸顯他所無法解釋的面向：威權政府官員

與受挹注／雇傭之積極或消極學術五毛之間的行為的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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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毛」或「五毛黨」是「網路評論員」此一網路用語的俗稱。依照

維基百科的定義，該網路用語是指「受僱傭發表有利於中華人民共和

國政府或相關部門評論的人員……『他們』發表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

政府（或相關部門）的內容，圍攻批評政府的網路聲音，或採取其他

網路傳播策略，來試圖達到影響、引導和製造網路輿論的目的」。4 

筆者使用五毛的原因在於凸顯知識生產者受威權政府挹注／雇傭的

性質。  

一、 威權體制對學術五毛的培育、攏絡，以及知識

生產5 

本節從臺灣黨國時期國民黨的中山獎學金為例來說明威權政府

如何藉資源分配來培植知識生產者與控制或引導其知識生產，以及

說明這些知識生產者如何影響社會知識上的發展。在理論上，雖然受

威權政府資金援助此一事實標誌著受獎者與威權統治當局有著密切

關係（例如臺灣威權時期的中山獎學金受獎者），但這並不能直接證

明受獎者是有意識地自願成為威權學術打手的。在此所謂「自願」程

度上可以區分為很多種，其中有主動與當局保持密切關係並為其喉

舌者，也有低調默默完成學位與研究者等等。換句話說，雖然透過訪

談我們可略知受資源挹注者的想法，但是我們無法完全得知其心理，

也無法斷言其向威權靠攏的學術書寫是否為真心相信或是明哲保

身。然而無法否認的是，在威權政府嚴格管控學術資源的情況下，受

                                                        

4. 參考 https.//reurl.cc/vm99Ey，2023年 2月 7日。 

5. 在黨國或軍政府掌控知識生產問題的跨國案例上，由於篇幅所限故無法在此詳述。相關研

究可參考有關中共國家社會基金（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und of China, NSSFC）的研

究與分析（王信賢、鄧巧琳，2020；李忠謙，2019；鄧巧琳，2020；儲百亮，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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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資源挹注這個事實本身便以標誌出受挹注者與威權的密切關係

了。無論如何，無論是明顯自願為威權喉舌者還是不情願而明哲保身

者，他們皆是受威權政府資源滋養的學術五毛，並在知識上對社會產

生深遠影響。而本文也旨在點出這點：就威權控制學術資源分配此一

事實，受其資助的學者們無論自願與否皆已在知識上對社會造成影

響了。  

(一)  臺灣威權時期的中山獎學金及其受獎者  

根據王柏森碩士的研究，國民黨中山獎學金濫觴於 1958 年時任

國民黨總裁蔣中正於黨中央所主持的一場教育界會議，會中有位教

授提出「在現今反共抗俄的情勢下，必須為國為黨持續栽培人才，建

議黨中央，定期考選青年同志出國留學」，而蔣中正對此表示肯定

（王柏森，2019，頁 36）。而依據黨產會公布的國史館檔案，國民

黨於 1959 年 9 月 16 日所召開的第八屆中央委員會（即中常會）第

160 次會議常務委員會議中修訂並通過了《中山獎學金四十八年選拔

優秀青年同志出國深造實施辦法》及《大專院校優秀清寒學生同志獎

學金實施辦法》等修訂草案。這兩份草案的修訂皆源自於國民黨總裁

蔣中正的手諭，其指示中常會在中央黨部預算項目中應撥列經費資

助留學生以「培育優秀清寒黨員…使國民黨在學校教育中可以發生

影響作用（黨產會，2019a）」。而該次中常會會議記錄清楚載明了

中山獎學金的設立目的，在於「為國造就人才，並使在學青年對黨可

以產生向心力量，使黨在學校教育中可以發生影響作用（黨產會，

2019a。底線為筆者所加）。而在 1961 年 5 月 3 日國民黨的第 296 次

第八屆中常會中，副總裁陳誠進一步指示中山獎學金之「派遣留學生

必須配合政府及黨之實際需要（黨產會，2019b）」。換言之，中山

獎學金是一份配合國民黨政策來培育為黨國服務之人才的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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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灣黨國威權時期所有行政機關皆受到國民黨控制的情況下，這

不否意味著出國留學與歸國後返國任教等機會皆受國民黨管控（參

見本節第二部分討論）。  

中山獎學金受獎生完成留學歸國後稱為中山學人，而依照 1969

年國民黨第十屆中常會第十七次會議紀錄，中山學人們「其工作崗位

遍佈黨、政、軍；各大學暨學術機構。其中…等同志已分別膺選擔任

清華、交大、台大等著名院校理工學院系主任或重要研究計畫主持人

（王柏森，2019，頁 49）」。而事實上，「從民國 49 年至 76 年深

造辦法與報名相關檢則的資料中，皆有輔導錄取者歸國就業的規定

（王柏森，2019，頁 77）」。我們可藉由王柏森的訪談資料得知，

「受訪者 A 在訪談時提到：民國四五十年出國學人學成歸國後，黨

中央這邊會有專人輔導與介紹他們到合適的職務…不過會讓他們到

黨內或政府單位基層磨練一下…或是將歸國學人介紹到學校擔任教

職」、「受訪者 C 談到：蔣經國…讓這些人先到政府部門或黨部磨

練一段時間，觀察這些人的表現與黨性，才能再晉升到重要職位…

我們學人學成歸國後，看是先在黨部基層磨練，或者是去大學任

教」，以及「訪談者 B 又接著說：像民國五六十年代，國民黨中央

可以介紹工作…或是安排你到學校教書（王柏森，2019，頁 83，頁

86，頁 89，底線為筆者所加）」。簡言之，至少在民國 49 年至 76

年那段時期，國民黨能透過其黨國威權體制來影響政府機關的人事

安排。再者，王柏森的資料分析指出，中山學人歸國的工作職業類型

有高達百分之六十的比例投身於學術界，其中有多位校長與副校長

（王柏森，2019，頁 78-79）。這意味著在臺灣黨國時期，可能有多

位受國民黨栽培的學者們在高等教育機構裡任職。在黨國時期任職

於高教機構者，舉例而言有「民國 49 年學人彭立任職臺灣大學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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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49 年徐聖熙任職清華大學化學研究所副教授、51 年學人楊超值

交通大學任職交通大學副教授」以及 62 年學人，之後任東海大學哲

學所所長的馮滬祥等（王柏森，2019，頁 84；薛化元，2017，頁 73）。

關於黨國威權體制如何影響歸國學人與國內學者的人事安排，筆者

將於本節第二部分討論。  

王柏森的研究也發現到馬英九（本身為 62 年中山學人）當選總

統後「為推動各項政務，也借重許多第一（筆者註：即民國 49 年至

59 年）及第二代（筆者註：即民國 62 年至 76 年）中山學人專業，

持續為國家服務（王柏森，2019，頁 89-90）」這不僅意味著臺灣黨

國威權時期受國民黨栽培的學術五毛們對民主化後的臺灣社會仍發

揮著重大的政治影響力，也意味著一些曾經積極為黨喉舌的學術五

毛們可能仍持續影響著臺灣社會的知識發展，「例如，在國家政策與

政治議題上、中山學人會透過投書媒體或臉書發文來為國民黨發聲

（王柏森，2019，頁 95）」而雖然王柏森判斷「中山獎學金是不分

黨派為國家培育人才」的，但是王柏森的研究也明確指出，當時出國

留學的辦法除了教育的公費獎學金以外，就是中山獎學金了（王柏

森，2019，頁 36，頁 55，頁 93）。換句話說，在臺灣黨國威權時期

為了出國留學，個人選擇去報考中山獎學金的動機或許並非是受到

國民黨不分黨派培育人才的號召所吸引，而是別無選擇。更有甚者，

即使與當時的國民黨毫無瓜葛，純粹家境富裕而得以支應出國者，該

留學生在海外也會受到監視與紀錄，在返國時遭到黨國忠貞考核（參

見本節第二部分）。  

(二)  「拂塵專案」與二二八事件史實之詮釋爭議6 

                                                        

6. 再次感謝審查人的建議與案例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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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一篇由吳俊瑩博士所撰寫、國史館協修的文章《「拂

塵專案」與國民黨當局對二二八事件詮釋的學術轉向》引起了臺灣史

學界關於二二八事件的歷史詮釋爭議（朱乃瑩，2022；吳俊瑩，2022；

周婉窈，2022）。吳俊瑩的史料爬梳不只說明了威權政體如何利用學

術來包裝、製造特定知識來主導社會對於某重大歷史事件的論述，甚

至也持續繼續影響著民主化之後政府與民間對於該事件的理解與詮

釋。筆者認為，吳博士一文所呈現的案例不僅回答了「官方藉學者來

製造的學術論述如何影響社會」的問題，也指出了筆者於結語中所

提倡的「跨領域研究計畫」一個指引方向。由於篇幅所限，本部分

割捨細節而僅就該文章有關「御用」學者如何製造官方論述的重點

來討論。  

「拂塵專案」的出現背景是 1983 年臺灣戒嚴時期，當時國民黨

控制下的國家安全局「為了反制海外、中共及黨外的二二八論述」所

以「規劃『拂塵專案』，嘗試以學術規格重新包裝二二八論述」（吳

俊瑩，2022，頁 173）。換言之，當時「國民黨當局並非透過滲透與

操縱手段，而是以學術研究的手法與規格，試圖導引與約制二二八事

件的歷史解釋」（吳俊瑩，2022，頁 173）。而吳文的主要貢獻在於

其不僅發現到「賴澤涵、Ramon H. Myers（馬若孟）、魏萼合寫的全

世界第一本二二八事件英文學術著作 A Tragic Beginning, The Taiwan 

Uprising of February 28, 1947（《悲劇性的開端：臺灣二二八事變》）

也與拂塵專案有關」，也發現到該專案甚至定調了李登輝時期行政院

《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對二二八事件的歷史詮釋，並影響了臺灣社

會對於該事件的理解（吳俊瑩，2022，頁 173）。  

依照吳博士的爬梳，拂塵專案主要有兩個時期的轉變，一是官方

論述的成形時期，二是將官方論述包裝並且「出口轉內銷」時期。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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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因應 1980 年代臺灣民間的二二八論述、中共有意收編二二八論述，

以及台獨份子在海外「煽動仇恨」等情事，國民黨嘗試推出自己的官

方論述來對抗之（吳俊瑩，2022，頁 178-179）。而國民黨對二二八

事件的基本思考框架是「三合一敵人」，亦即，把共產黨、黨外運動

以及海外台獨運動等視為中共的統戰工具（吳俊瑩，2022，頁 179）。

依據此框架，國民黨所嘗試提出的官方論述便具有了明確的政治目

的，那就是「對付中共、臺獨宣傳作戰武器，要用來『打中共、打臺

獨』（國安局局長汪敬煦語），藉以團結人心，壓抑反國民黨統治的

分離意識論述」（吳俊瑩，2022，頁 179）。  

在這樣的背景下，國安局於 1983 年推動並主導了拂塵專案。「國

安局邀集了國民黨文工會、警總、總政戰部、調查局、情報局、憲兵

部、警政署、新聞局等單位到局，成立橫跨黨政軍警特的『拂塵專案

指導委員會』，會中通過國安局所提『拂塵專案工作綱要計畫』」，

並依據對黨忠貞與否以及是否具有保密習性來遴選編纂委員，其中

不乏出身政戰系統背景者（吳俊瑩，2022，頁 181，頁 183，頁 185）。

《拂塵》從作業、資料蒐集、擬定大綱、撰寫、校稿到核定完成一共

耗時約半年（吳俊瑩，2022，頁 192）。據吳博士的觀點《拂塵》論

述角度有以下特點。  

1. 以委婉不採正面對抗之論述手法  

「將二二八的起因歸諸於各方野心家的煽動，結果是「臺

胞」、「內地人」均受害，得利的是「共匪」。這是為呼應本書

的寫作目的乃是基於「現實政治中的需要」而非單純對二二八

史實敘述或客觀的二二八史評，主要是扣緊「國家處境與政治

情況」等環節，讓「共匪」無法製造仇恨，使「臺獨」無法鼓吹

地域觀念，擊潰藉二二八施行統戰與誘騙之目的」（吳俊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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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頁 193）。  

2. 尋找臺獨派的二二八論述缺失  

「《拂塵》強調二二八「鬧事」的勢力間，各有盤算。皇民

派私心利用二二八，老臺共再利用皇民派，共匪又利用老臺共，

勾心鬥角、各懷鬼胎，利用、奪權而後謀陷。試圖說明二二八

並沒有什麼意義和價值可言，以消減乃至破除二二八作為臺灣

人抵抗外來統治的象徵意義」（吳俊瑩，2022，頁 194）。  

3. 提出族群互助之論述  

「《拂塵》特別摘述本省人在事件中救助外省人的事蹟，

回擊外界認為二二八是外省人壓迫本省人，本省人報復外省人

的說法，兩者本是「同根生」，不是臺獨所宣傳的外省人壓迫

本省人的地域性原因。然而對事件後的綏靖清鄉，輕描淡寫，

刻意放大白崇禧的「宣慰」篇幅，對 3 月 9 日後鎮壓避而不談，

洗刷國民黨是「征服者」的說法」（吳俊瑩，2022，頁 194）。 

總而言之，拂塵專案之「學術」成果《拂塵》，實則為一部威權

時期國民黨為了回擊民間二二八事件詮釋所提出的官方論述。吳博

士認為，「《拂塵》的基本立場與過去國民黨對二二八認識並無不同，

只是利用選擇性的材料包裝二二八並非『官迫民變』」。然而與以往

不同的是，「該書以溫情軟性的角度所提出的族群互助，藉以淡化事

件中的族群邊界，倒是成為 1980 年代末期以來國民黨面對二二八經

久不衰的解釋觀點」；同時「《拂塵》從族群切入所產出的論述觀點，

配合『向前看』、強調化解省籍隔閡與怨懟的和解氛圍，淡化族群面

向的說法，可說是國民黨當局重新面對二二八時，尚具效果的轉向論

述」，因此「拉長時間來看，拂塵專案呈現出國民黨面對二二八態度

改弦易轍，也是國民黨開始用學術包裝二二八……可說是國民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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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詮釋爭奪戰的學術轉向」（吳俊瑩，2022，頁 200-201）。然

而，「整體來看，《拂塵》擴大運用所安排的受眾，並未跨出同溫層，

宣傳手法沒有經過包裝，實難做到汪敬煦（筆者註：時任國防部情報

局局長）原期待用來『打中共、打臺獨』的構想」（吳俊瑩，2022，

頁 200）。這開啟了拂塵專案的第二階段。  

吳博士指出，拂塵專案另一個過去不為人知的一面是國安局與

美國學界智庫之間的合作，例如史丹佛大學的胡佛研究所。他指出，

「以學術研究為名義的匪情研究及歷史史料的交換、舉辦研討會等，

是國民黨政府與胡佛研究所已然建立的互動模式，也不排除有國民

黨政府捐助、贊助該所運作經費的情況」（吳俊瑩，2022，頁 202）。

在這層關係下，時任胡佛研究所資深研究員兼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

所東亞圖書館（East Asian Collection）館長的美國學者 Ramon H. 

Myers（馬若孟）與拂塵專案搭上線了（吳俊瑩，2022，頁 203）。

1984 年，原本馬若孟期望寫一本關於二二八事件的專書著作並將此

想法寫信給魏萼，而後者將信轉交國安局徵詢意見，至此，國安局找

到了機會把官方論述推出國民黨同溫層：「畢竟《拂塵》是華文著作，

如能由美國學術界的『友我人士』出版英文著作，對國安局而言，不

啻是意外驚喜，更能貼近拂塵專案最初所設定的目標」（吳俊瑩，

2022，頁 204）。情報局長汪敬煦「很快答應馬若孟提出的構想，一

來馬氏在外界的認知是親國民黨的學者，二來這是魏萼所牽的線，魏

本身是拂塵專案指導委員會成員」（吳俊瑩，2022，頁 205）。魏萼

也將馬若孟所推薦的合作學者賴澤涵建議給國安局，其中第一點理

由是「賴澤涵為本省人，參與此項研究，當使此項研究成果更具說服

力」，由此可見以馬若孟為首的二二八事件研究團隊，其研究者們不

僅皆是國安局所屬意的人選，並且在該局的同意下得以接觸在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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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為敏感的資料（吳俊瑩，2022，頁 206，頁 208）。在研究經費上，

吳博士指出馬若孟至少在計畫的第一年國安局應有補助其費用，而

魏萼與賴澤涵的移地研究旅費也至少有一個年度是國安局支付的，

雖然賴澤涵在 2022 年的一場公開論壇中表示「對經費來源一無所知」

（朱乃瑩，2022）。  

1991 年，三人的合作研究由史丹福大學出版社以《悲劇性的開

端》（A Tragic Beginning, The Taiwan Uprising of February 28, 1947）

為標題出版，然而在書本致謝詞以及之後 1993 年由時報文化所出版

的中文版中，他們均未提及國安局；對此吳博士表示「三位共同作者

並未在書中主動揭露曾受國安局『聘請』編寫二二八事件英文著作之

事，反而在謝詞強調旅費是由胡佛研究所提供，予人欲蓋彌彰之感」

（吳俊瑩，2022，頁 211-212）。而在出版時間點上，吳博士也認為

該著作在「佔得 1990 年代二二八事件的學術解釋權的先機」：  

國安局試圖以學術包裝二二八，就《拂塵》而言，只是展現了意

圖，就目前所能掌握的檔案材料來看，拂塵專案透過小組委員、

國民黨文工會副主任魏萼，牽起與美國胡佛研究所馬若孟的合作

關係，完成了學術轉向。國安局協助馬若孟完成的二二八英文專

書，不僅在二二八的學術詮釋佔得先機，由馬若孟找來參與計畫

的賴澤涵，成為臺灣研究二二八事件代表學者。1991 年賴氏獲

得府院高層的青睞，成為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的委員，也

是實際執筆的工作小組成員（包括賴澤涵、黃富三、黃秀政、吳

文星、許雪姬），並掛名報告總主筆。拂塵專案可說以直接、間

接方式，影響了 1990 年代臺灣民主化後二二八事件的第一波學

術性研究（吳俊瑩，2022，頁 213）。  

由於「賴澤涵參與馬若孟計畫後，不僅成為 1991 年出版的《悲

劇性的開端》的第一作者（全書華文初稿為賴氏完成），同年也被推

為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的總主筆」，因此《拂塵》、《悲劇性

的開端》以及《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等著作，在二二八事件的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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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論述上我們可以指認其背後有一個一致的觀點。而根據吳博士的

觀察，該觀點有以下三個特徵，並持續影響著現今臺灣社會對於該事

件的理解：  

1. 時勢所逼無可奈何，因此國民黨並無全責  

「強調造成二二八事件的悲劇，包括文化衝突、戡亂情勢

惡化、經濟復原困難、中國本土自顧不暇等因素，試圖說明二

二八事件是一個原因複雜、責任多面的悲劇性事件，此說法的

原型可說來自《悲劇性的開端》，認為要挑明任何一個人或一

個團體為二二八負全責，事實上是不可能的，也就是不能全部

歸咎於國民黨」（吳俊瑩，2022，頁 216）。  

2. 洗白陳儀，島民愈趨激進致使當局不得不出手  

「民間的訴求『愈來愈激進』（more and more radical），

事件發展失去控制，以致當局不得不出手鎮壓…《拂塵》、《悲

劇性的開端》都認為陳儀事件開始之初尋求和解的誠意，而非

敵對…行政院報告對事件處置的看法，大抵延續著《拂塵》以

來陳儀從『妥協到用兵』漸進演進論調，處委會不斷提高訴求，

進而構成治安機關請兵鎮壓的藉口」（吳俊瑩，2022，頁 217）。

這種臺灣史學術研究「較強調階段論，忽視統治者的權謀能力，

較未能接納民間向來認為陳儀玩兩手策略，其實是從《拂塵》

以來的『階段論』脫胎而來，經過《悲劇性的開端》的學術包

裝後，形成一種偏重官方善意的認識框架，影響史料解讀與對

事情本質的判斷。政府檔案在鎮壓過程的問題上，並非改寫，

反而確證民間對二二八解釋觀點」（吳俊瑩，2022，頁 220）。 

3. 避而不談責任歸屬  

「行政院報告『檢討』蔣介石、陳儀、柯遠芬、彭孟緝、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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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陶所作所為，給予重新評價；行政院報告附帶聲明，此番重

新評價『並無判別責任所在的意圖』」並且將「導致二二八悲

劇的主客觀因素『非主政者所能完全控制』的段落置於檢討蔣

介石、陳儀、柯遠芬、張慕陶等所作所為的敘述之後，做為平

衡論述。政院報告無論在事件背景、過程、本質等都超越了過

去官方的說法，但在歷史責任的討論難以開展，除受限國民黨

政府官員顧慮外，也是因為《悲劇性的開端》的觀點被帶入行

政院報告中」（吳俊瑩，2022，頁 222）。  

學者吳俊瑩這篇有關研究論文有關二二八官方／民間敘事的脈

絡爬梳著實印證筆者的觀點，即學術五毛如何製造符合官方基調的

論述，進而在民主化後的臺灣仍然持續著民間對於歷史事件的觀點。

從吳俊瑩的文章中，我們確實可以清楚辨認賴澤涵與馬若孟等人正

是本文所欲指認之學術五毛的具體例證：在威權時期，他們不只直接

接受了官方的資金挹注，還獲得官方的許可取得了在當時被視為機

密的檔案與資料來進行研究，並配合國民黨當時對於二二八事件的

官方基調來製造「學術論述」為國民黨開脫。更甚者，吳俊瑩指出在

民主化後，作為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主筆的賴澤涵還沿用民

主化之前的「官方基調」來延續對國民黨的開脫論述，進而持續影響

著臺灣社會在知識上對二二八事件的理解：（1）在詮釋不正義方面，

「官方基調」論述意味著為國民黨開脫，進而掩蓋了還原史實的客觀

論述；（2）在證言不正義上，也由於「官方基調」的論述，任何批

判國民黨歷史錯誤的二二八受害者們都似乎被迫背著「撕裂社會、族

群」的標籤，使得他們被迫不斷地與這個「他們從未參與書寫與發

聲」的論述做對抗，甚至在過往一段時間裡被社會打壓與指責。這不

僅是對過去受害者與其家屬的傷害（無法發聲），更是對臺灣知識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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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甚至是民主的傷害（過往加害者仍可揮舞著「族群和諧」的大纛，

一方面掩蓋自身過去的「黑歷史」，一方面來拉票與助選）。賴澤涵

的責任也似乎很明顯：他們不只必須誠實地揭露過往學術五毛的身

分並道歉，同時也必須退回過往屬於納稅人稅金的贊助資金，並且退

出大學或學術體制內的所有學術活動與職位，以民間人士的身分持

續書寫、反省，與提醒臺灣社會自己過往造成的錯誤。  

二、威權體制對非學術五毛的壓迫與控制7 

本節分別從臺灣黨國權威時期國民黨對於國內外學生與知識生

產者的監控、威權政府對知識生產機構與社群的打壓，與諸多知識生

產者受到威權政府威脅的個案等來說明威權政府如何藉由資源分配

來控制與強迫知識生產者，以及這種控制／強迫如何影響社會的知

識發展。對於不願受政府招徠或順服於其意識形態的知識份子們，威

權當局試圖排除他們在知識上對社會的影響，其方法除了暗地裡的

言行監視與紀錄，控制出入境文件查核與強制高等教育機構撤職以

外，更有赤裸裸的人身攻擊與暴力鎮壓，而對象不僅止於知識生產

者，也包含了學生（亦即，正受學術訓練的知識生產者，請見以下各

案例討論）。  

(一) 臺灣黨國威權時期的大專保防機制與海內外人事查核制度 

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以下簡稱促轉會）在《任務總結報告》的

第二部裡詳細說明了當時國民黨監控海內外知識分子的機制，以下

透過這份報告的內容來說明威權政府對知識生產者的壓迫與資源分

配上的不正義。依該報告，當時國民黨主要是透過「春風計畫」來掌

                                                        

7. 有關於其他軍政府或黨國體制壓迫知識生產(者)的跨國案例，由於篇幅所限而無法呈現於

此。相關研究可參考津巴布維大學軍政府的案例（Gukurume,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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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高等教育機構內部的知識生產者們：「威權統治時期大專院校的保

防工作，即是由各情治機關、教育行政機關和國民黨黨組織共同協

力辦理…依同年〔筆者註：民國 47 年］國內安全會議決議，研擬將

國內各大專院校的保防工作劃分為『省立大專院校』及『國立、私立

大專院校』兩部分，前者由調查局主責，省教育廳執行；後者則交由

原負責黨部保防工作的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六組（簡稱中六組）主

辦，指揮各區知識青年黨部（簡稱知青黨部）秘密執行。（筆者註：

民國 60 年時）調查局相應提出『加強大專院校保防工作計畫』（代

號：春風計畫），初步規劃：（1）成立大專院校保防工作中央會報

（「春風會報」），由中六組、知青黨部、救國團、教育部、省教育

廳、臺北市教育局、調查局等 7 個單位組成，並由調查局承辦秘書

業務，負責策劃、督導、協調執行（促轉會，2022c，頁 146-147）」。

促轉會指出當時各大專院校的保防工作依據的是民國 64 年版的「春

風計畫」，其工作任務是「加強校園布建工作、掌握各大專院校動

態…各校的『維護學校安定協調執行小組』負責蒐集教職員工生的動

態資料、辦理忠誠調查、監視校園中各類『分子』等職責（促轉會，

2022c，頁 15）」。「春風計畫」旨在建立各大專內部人事紀錄以監

察不忠或反對黨國威權政府的知識份子。以下引用促轉會《任務總結

報告》的圖表來總結當時的保防工作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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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臺灣黨國威權時期國民黨建立的大專保防工作組織 

 

資料來源：引用自促轉會，2022c，頁 149，筆者變更原圖標題。  

 

上述大專保防機制建立的目的在於建立檔案，以用於黨國威權

政府控制與清查各大專內部的人事。促轉會指出：「在威權統治時

期，人事查核亦肩負政治保防之功能，根據會議資料顯示，『徹底清

查全盤人事』係為蔣中正之指示。除了針對公務人員進行查核，對於

有意成為公務人員者，政府亦會加以查核，以確保『有問題者』被排

除在公務體系之外（促轉會，2022c，頁 295）」。然而在臺灣的脈

絡下，對於大專院校的人事清查並不止於身為公務員的教職員，它也

包含了學生。民國 42 年國民黨成立「中央保防會報」，並於隔年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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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臺灣地區人事清查工作實施辦法》其中定義了「人事調查之對象

以匪（間）諜嫌疑份子與其他可疑對象及政治思想不穩或執行公務不

忠實者為主並注意公務人員對國家之忠誠對於政府官員學校教職員

大專學生公私營事業機構員工社團份子鄉鎮以下地方自治人員等均

應視緩急先後分期進行調查（促轉會，2022c，頁 297）。該辦法也

強調人事調查的重點在於「（1）有無匪諜嫌疑；（2）是否有動搖或

消極之現象及其原因；（3）根據其職掌與言行之綜合研究以保密防

諜為著眼是否有應糾正或限制之行為」，並根據這些重點將被清查人

員鑑定為五的等級，進而以：  

「適當方式提供各級行政首長作為行政決策開展業務及對人員

教育管理與職務任免遷調之參考」。所謂「適當方式」，即是便

是在升遷、進用、調職時，由保防單位秘密呈與決策首長。這個

原則即是「先查後用」：任何人事進用，原則上都要先進行人事

查核（促轉會，2022c，頁 298，底線為筆者所加）。  

然而，威權政府對於個人的監控、紀錄與清查並不止於國內，海

外留學生也是偵防重點對象，而他們「在海外的言行舉止，也密切影

響返國後的職涯發展，成為聘僱與否的重要依據（促轉會，2022c，

頁 313）」。也就是說，知識生產者的言行深深影響了他們是否能取

得學術資源（教師職位等）的機會。促轉會的總結報告指出，「駐外

單位會密切監控國外發行刊物之組織或留學生團體，並將刊物內容

與該組織之言論，呈報外交部與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海外工作會。這些

報告皆將反對政府、反對國民黨與主張臺灣獨立等之海外留學生與

華僑指為『叛國分子』」並且在「各駐外代表處如獲知有人發表親共、

反政府或主張臺獨之言論，外交部將拒絕這些人申請護照、簽證或任

何政府證明等」，而這顯示出黨國威權政府下的「行政機關在其執掌

範圍內濫用職權，不只監控海外人士言行，亦以違反行政中立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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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箝制人民入出境之權利，協助情治機關管制邊境，拒絕反政府

或反國民黨的人士返國（促轉會，2022c，頁 313，頁 314，頁 315-

316）」。換言之，海外留學生的言行不只影響了他們返國任職的機

會，甚至可能影響他們的遷徙自由。然事實上，黨國威權政府也有針

對海外歸國學人的安全查核機制。促轉會指出，「歸國學人安全查核

的制度可追溯至民國 60 年代間由調查局主導的『海鵬專案』及『光

華專案』…前者係為查核並追蹤『新入境的歸國學人』，後者則是清

查各機關團體『已聘用的歸國學人』（促轉會，2022c，頁 316）」。

民國 67 年國安局頒訂《加強海鵬專案安全查核實施要點》並界定了

查核對象，其中位列第一的就是「向青輔會申請輔導返國服務之海外

學者、專家及留學生（不論公費與自費）」，而該實施要點還羅列了

11 項標準，規定若被清查者在海外有符合任一項者則各機關不得聘

用，必要時還能拒絕其入境（促轉會，2022c，頁 319-320）。更有甚

者，在《查核海外學人涉有特殊紀錄者處理原則》中還包括了「論文

觀點不妥」，此一標準，意思是指論文中：「內容如涉有對本黨、政

府與領導中心，虛構或歪取事實，存心攻訐、汙衊，或跡近左傾、親

匪與台獨論調（促轉會，2022c，頁 320）。」這是黨國威權對知識

生產（者）赤裸裸的干預。而歸國學人或已在國內任職之學人若符合

上述任一標準，則黨國威權甚至可「協調介聘機關不予介聘」來剝奪

其學術資源，並且「以『無缺額』或其他『適當理由』加以婉拒」其

職缺申請（促轉會，2022c，頁 323）。在接下來對知識生產者受威

權政府壓迫的個案討論中，我們將會見到許多被迫不續聘等學術資

源分配不正義的情形。以下以促轉會《任務總結報告》中的圖表為

例，總結臺灣黨國威權時期對海外與已歸國學人們的監控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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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臺灣黨國威權時期國民黨對海外及已歸國學人之間控機制 

 

資料來源：引用自促轉會，2022c，頁 321，筆者變更原圖標題。  

 

(二) 臺灣威權政府對個別知識生產者以及對知識生產機構的

壓迫  

依照上一部分的討論我們可知，威權政府對於知識份子言行的

控制是全面而廣義的：全面地處及海內外所有學人，並且廣義地對所

有反威權政府言論有所反應。然而事實上，無論知識分子是出於真心

還是因為不小心而發出反威權政府的言論等，這些都會觸及當局的

敏感神經而讓自己陷入麻煩。更甚者，無論該知識分子是否為當局所

挹注或培育的學術五毛，只要她發出此類的言論，則其資源也將會被

威權政府收回。總之，跟任何威權時期強拆與徵收等資源分配不正義

一樣，學術資源的分配不正義與威權政府對知識生產者的壓迫也是

隨時發生的：妳不會知道自身言論何時觸動了當局的敏感神經而成

為「不小心」反黨叛國的人，妳不會知道自己引介的知識何時會被定

性成反黨叛國，甚至妳根本不知道自己與他人的日常交往何時會被

當局定性成與反黨叛國者往來。曾經任職於政治大學的呂春沂便是



244 東吳政治學報/2024/第四十二卷第一期 

 

這般的例子。  

呂春沂於 1923 年生於廣西陸川，在 1942 年考入西南聯合大學

政治系，1946 年戰後來臺灣旅遊時因為國共內戰而再也無法返回中

國，他於 1954 年政大在台復校時受聘擔任政治系講師，由此成為該

校的元老教師之一（李禎祥，2020）。依據李禎祥的爬梳，由於呂春

沂試圖透過投書《人人週刊》、《合作界》、《新社會》、《臺灣新

生報》與《公論報》等引介戰後歐洲的民主社會主義而被警察盯上，

之後在特務的壓力下被迫輟筆而失去了貼補生計的稿費（李禎祥，

2020）。但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的卻是梁紹和匪諜案。梁紹和是

中共派來臺灣架設廣播電台電波接收站的特務，而之所以會和呂春

沂有關聯，只是因為 1962 年調查局在花蓮進行匪諜搜捕時「懷疑」

呂春沂與梁紹和有關，將他打成「匪黨潛台工作人員」（李禎祥，

2020）。呂春沂是 1965 年 1 月 18 日被捕，當時他的許多學生如李

酉潭回憶到他們在開學後發現老師失蹤了（李禎祥，2020；國家人權

博物館，2012）。呂春沂被羈押了五個月後釋放，但他也就此在學術

圈中失語了。由於被列為「特殊份子」而受到長期監控與限制出境，

呂春沂失去了前往美國密西根大學進修的機會，更有甚者，呂春沂

「獲釋後再不敢寫書，怕再寫又會被抓進去（衣冠城，2019；國家人

權博物館，2012）」。然經歷這般白色恐怖而就此失語並且長期封筆

者並不在少數，如同作家張文環所說：「自從二二八之後，我已發誓

折筆不寫東西了，也絕口不提文學（李禎祥，2021，頁 312）」。對

於學者來說，在學術界「不發表即死亡（publish or perish）」的慣例

下，封筆的呂春沂可說不只是與學術界絕緣，而是在學術上失語，在

學術知識生產上死亡了。  

然而，類似呂春沂這般只因為言論而被威權當局懷疑為反黨叛



威權統治下的學術五毛與知識生產 245 

 

國進而失去學術資源者並不在少數。這些案例再再顯示了威權當局

對社會知識發展上的傷害。以下以薛化元的《政治事件及其關鍵字蒐

整分析委託服務案結案報告》為主，選列臺灣黨國威權時期有關知識

生產（者）的案例，說明威權如何控制與壓迫知識本身與其生產者： 

‧民國 53-81 年彭明敏案：「53 年 9 月 20 日，彭明敏、謝聰敏、

魏廷朝三人因為印製〈臺灣自救宣言〉而被捕。54 年 4 月，軍

事法庭判決謝聰敏 10 年，彭明敏、魏廷朝各 8 年刑期。經國際

及各方發聲救援，54 年 11 月，彭明敏得以釋出改為在家監

禁。……81 年 11 月，彭明敏結束 22 年的流亡外國生活，回到

臺灣（薛化元，2017，頁 61-62）」。彭明敏在回憶錄中自述在

家中軟禁期間「我寫信給台大校長，要求保留教職的信，一直

沒收到回音，甚至他是否收到我的信，有無法知道。我沒有收

到聘書，所以我與台大的關係終止了（彭明敏，2009，頁 181）」。  

‧民國 55 年殷海光事件：「49 年殷海光在《自由中國》發表社論

〈大江東流擋不住〉呼應當時的反對黨籌組運動，隨後該雜誌

即被停刊，雷震被捕入獄。其後，殷海光的著作《中國文化的

展望》遭到查禁。55 年任教於台大哲學系的殷海光，受到當局

整肅，包括被迫撤銷國科會的補助金申請，受到教育部聘請為

委員，實為欲令殷海光離開台大，殷海光進而停止在台大授課

（薛化元，2017，頁 65）」。公視新聞網的報導指出「身為自

由主義學者，殷海光的思想研究，受到國民黨無情的鎮壓，作

品成禁書，生活起居也受到警總的監控，身心備受折磨」（公

視新聞網，2012）。  

‧民國 61-65 年台大哲學系事件：「台大哲學系研究生馮滬祥在

『民族主義座談會』上，出言干擾哲學系副教授陳鼓應的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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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指為職業學生，馮向台大校長閰振興報告，引發一連串學生

被記過、教師被解聘案。包括 62 學年度哲學系停招一年，哲學

系主任趙天儀被撤換成孫智燊，孫於 62 年先解聘了趙天儀、王

曉波、游祥洲、楊斐華、梁振生、楊惠男、胡基峻，64 年不續

聘李日章、胡基峻、黃天成、郭實渝、鐘友聯、黃慶明（薛化

元，2017，頁 68-69）」。事件的導火線馮滬祥為民國 62 年的

中山獎學金受獎人（王柏森，2019，頁 84），而依照臺灣大學

校史館有關臺大哲學系事件的網頁所載，馮似乎和黨國關係匪

淺：「馮生走訪理則學教師楊樹同未遇而留字條，透露『當局』

對哲學系『整頓在即』。沒想到該學年結束之後，系主任趙天

儀果然被校方撤換，由客座副教授孫智燊接任（臺灣大學校史

館，2013）」。  

‧民國 71-72 年東吳大學黃爾璇事件：「71 年 11 月 9 日政治系學

生組織的『政治系學會』，舉辦台北市議會旁聽活動，當天下

午國民黨籍議員和黨外議員各有一個小組進行質詢，該學會的

學藝組委託市議員謝長廷辦理手續，前往旁聽。台北市議會的

人二室，行文給教育部及東吳大學，指控黃爾璇帶領學生到議

會聽黨外議員的質詢，並鼓躁。黃爾璇雖是政治系二年級的導

師，但他並未被告知，且當天在中興法商學院上課，並未帶領

學生到議會。72 年 6 月 29 日，東吳大學政治系專任副教授黃

爾璇突被該校通知不予續聘，此為政治干預學術的典型解聘方

式（薛化元，2017，頁 72）」。  

‧民國 73-75 年《蓬萊島》雜誌案：「73 年 6 月 19 日出刊的《蓬

萊島週刊》第 2 期上有一篇批評東海大學校長梅可望的文章

〈梅可望當家，東海沒可望〉，其中談及東海大學哲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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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長，且為時任總統蔣經國的英文秘書馮滬祥的論文《新馬克

思主義批判》『以翻譯代替著作』。馮滬祥狀告蓬萊島雜誌誹

謗，被稱為「七字官司」。74 年 1 月，雜誌社發行人黃天福，

社長陳水扁及總編輯李逸洋初審被判一年有期徒刑，並賠款二

百萬元新台幣（薛化元，2017，頁 73）」。  

促轉會的《任務總結報告》中也列舉出了一些海外學人出入境受

到威權政府限制以及返國任職受到當局管控的案例，例如：「70 年

至美國柏克萊大學擔任研究員、從事中國文學研究的學者高準，便因

曾訪中國遭到列管；在延長護照有效期限後，其『返臺加簽』便被註

銷，且高準未曾從駐外單位獲悉自己無法返國的確切原因」、「情治

機關對於丁振武返國服務、尋求青輔會推介乙案，仍決議『不予推

介』並『循偵防作業處理』」，以及「許宗力大學時期參與社團、軍

中表現等與海外無關的經歷，都被情治機關列為『涉嫌情形』，並於

75 年召開的海光會報第 94 次會議決議：『同意推介』，但『台大、

政大不予介聘』」等等（促轉會，2022c，頁 314，頁 326，頁 336）。 

總而言之，威權政府對於知識生產者甚至是知識生產活動本身

的打壓，案例可說是族繁不及備載。本文也只是列舉出與學識知識生

產者有關的案例而已，還未列上諸如書店、出版社或雜誌遭到當局查

禁語關閉等事件（如雷震自由中國案、文星案與美麗島等等事件）。

威權政府對於知識生產與傳播之管控的無孔不入，意味著社會的無

法正常地發展、累積與傳遞知識。而在第參節我們可知，威權政府所

遺留下來的知識層面傷害，也對後威權時代、朝向民主化的轉型社會

帶來了巨大的難題。集體層次的學術資源分配不正義，體現在個體層

次上便是眾多學說與理論發展的窒息，進而扼殺了學術引領社會變

革、使社會進步的可能性，例如呂春沂所試圖引介的民主社會主義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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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然而，上面這種顯而易見的問題，即威權政體下學術資源分配不

正義與其衍生的知識不正義，似乎被當代的轉型正義理論與知識不

正義理論所忽視了。或許我們需要一個橫跨兩領域的研究計畫，透過

兩領域的理論視角來共同分析與處理這個「威權後轉型―知識正義」

的議題。  

肆、當代正義理論研究的文獻缺口：威權統

治下的學術體制與學術五毛  

轉型正義與知識不正義如何解釋上述這些案例威權體制與層次

學術知識生產之間的關係與問題呢？以下筆者藉分析這兩理論來指

出其各自的不足之處。在威權體制所造成的學術資源分配問題上，轉

型正義理論確實有著力點剖析。而近年轉型正義理論關注轉型社會

的社會經濟發展並往「變形正義」研究的趨向，意味著它與發展理論

的結合。在這一點上轉型／變形政治文獻能夠指出：威權時期的學術

資源分配不正義屬於整體資源不義的一部份，而這種不義進一步影

響了轉型社會的發展。舉例來說，轉型／變形政治文獻能夠檢視威權

政府下的研究機構、大學，以及教育機構裡的職缺是否為黨員／親近

威權當局者們的人事酬庸，而國內大學學位的頒發與授予及出國深

造之管道與金援等是否也是如此。這在社會經濟層次上對社會的傷

害不亞於其他因為強徵與強拆等不義資源分配所帶來的傷害：國家

資源培植了另一批社會特權階級並優待其資源挹注。而在轉型正義

的實踐上，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TRC）似乎能夠解決這個問題，亦即，交代過往威權學術資源分配的

實際運作情形（無論是個人自白或者檔案公布後所揭露的真相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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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取遭受該運作之不公平對待者們的原諒。然而，這也意味著在真相

揭露後，一些支撐轉型社會發展的既存工作者必須被解職，人才荒可

能將暫時地減緩社會發展，例如 Teitel 便舉例，1991 年當東德史塔

西檔案被公布時，過往祕密警察與告密者的身分被公開後造成了許

多前東德公務員、教師與大學教授的大規模解職（Teitel, 2000, pp. 

164-165）。在真相原諒與經濟發展之間如何抉擇，確實是轉型社會

的一大課題，但轉型正義研究者與實踐者們仍認為，這種原諒將是社

會走向和平穩定，進而獲致社會經濟發展的基礎。  

但是，轉型正義的理論與實踐侷限也在這一點上：他們聚焦在過

往威權政體所造成的集體社會經濟傷害，而似乎忽略了知識層面上

的傷害。乍看之下，轉型正義看似並未忽略知識層次的問題。如第二

部分文獻回顧所討論者，對於轉型社會而言真相本身就可能是爭議

源頭了：（1）過往加害者與受害者之間對於真相是否有一致的認識

與理解，而這可能會導致激烈爭論，及（2）當轉型社會對和平、穩

定與發展的要求愈趨強烈時，社會壓力是否會迫使受害者們即使不

情願也要去原諒加害者，然這卻是對受害者的二次傷害。在此，轉型

正義文獻在知識層次上關注的是真相本身：對它是否有一致的認識

與理解，並且它是否對受害者造成二次傷害。因此，該文獻並未缺乏

對知識層面的關注。但是，轉型正義文獻似乎只探討真相這個知識與

它對受害者的影響，而忽略了知識本身對社會整體所可能造成的負

面影響。  

假設一個轉型社會對於過往的不義事實有了一致的認識與理

解，這種真相仍可能對社會整體造成傷害，進而影響其未來的經濟發

展。如 Paulo Ravecca 所發現，在軍政府控制智利的威權時期，智利

的政治科學期刊如 Política 以及 Revista de Ciencia Política 等不僅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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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社會主義思想，並且還宣揚某種特定的民主思想、收編自由主義論

述來為軍政府的權威與控制做辯護：軍政府是超越一切社會派系的

中立組織，是民主的保護者，而它為了保衛民主則必須暫時性的限制

權利與自由，才能穩定社會發展經濟（Ravecca, 2019, Chapter 2）。

換言之，智利軍政府是披著民主外衣行威權之實。然而，事實並不是

簡單地在轉型期施行「正本清源被扭曲的自由與民主主義論述以及

重新理解社會主義思想」而已。轉型正義文獻無法解釋的是，即便

「還原」了這些論述的原有面貌（亦即，這些知識、理論，或思想的

「真相」），一個轉型社會對於該知識的認識並不就此立刻地「還原」

了。舉例來說，即便智利社會在轉型期明白理解到了過往軍政府扭曲

地利用自由主義論述並打壓社會主義思想，該社會仍可能留存著有

一種知識上具負面影響的傾向，進而影響自由思想述在其中的傳播：

本能地排斥自由主義並盲目地崇拜社會主義。對受害者而言，由於過

往威權政府宣揚的「知識」所造成的傷害已經造成了，所以即便知曉

了那些知識的「真相」，他們也不一定會改變對這些知識的認識。然

而，受害者對於知識的認識以及基於這種認識而來的發展問題等，卻

似乎被轉型／變形正義理論者所忽略，例如：即便受害者們已認識了

不受扭曲的自由主義思想，但他們仍基於過往威權時期的負面印像

而一味地拒斥自由市場經濟，並不假思索地擁抱大政府主義，而這對

轉型社會的經濟發展來說是否有益？更有甚者（如同轉型正義學者

已然發現，但似乎並未從知識層面上深究的），即便是所謂的知識

「真相」本身也是爭執焦點，並且在社會轉型的過渡、不穩定時期顯

現出來：社會懷念起過往威權式「自由主義」論述並抱持著幻想，認

為一個社會就是太民主了才會這麼亂，所以才需要一個威權政府來

「保護」民主等等。這些轉型社會爭辯的知識問題，或者如 Rave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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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說的知識政治問題，不只對智利而言是如此，對也是從威權過渡到

民主的臺灣亦是如此（Ravecca, 2019, p. 2, p. 6, p. 42; 吳乃德，2006；

葉浩，2020）。總之，若轉型／變形正義理論者處理的是威權遺緒對

社會的影響的話，那麼知識上的遺緒則似乎未被充分討論，而這正是

其文獻的不足之處。  

相較之下，知識不正義文獻所能解釋與解決的轉型社會知識問

題便顯而易見了。依據前面的討論我們可知，威權時期的知識生產者

在社會上可能會遇到證言以及詮釋不正義。就前者來說，支持威權政

府的知識生產者們可能會歧視那些不利於威權統治的知識，進而差

別對待那些「疑似」不利於威權統治者的知識分子們。更有甚者，

Dotson 所提出的證言噤聲與證言扼殺亦有可能發生，而且以一種更

顯而易見的暴力形式展現在威權時期的「疑似」異議知識生產者身

上：直接噤聲以及扼殺「反黨」言論，例如呂春沂輟筆有關歐洲民主

社會主義的投書。而就詮釋不正義來說，明顯可見的是一切詮釋資源

大多由親威權知識生產者所把持，例如在臺灣黨國威權時期，臺灣獨

立的呼籲不是民族自決權利（self-determination）的展現，而是分裂

中國領土。此外，知識不正義研究者們近來對於自身知識生產的自省

等，也能夠回應轉型社會所遭遇到的知識問題：它要求過往威權時期

的知識生產者在轉型社會中檢視自己，審視知識生產以及作為專家

的權力與地位對該社會的影響。換言之，對於那些始終意識到自己被

迫為威權或黨國背書的學術五毛們，他們終於能把握轉型的時機打

破沉默並公開發聲，為知識、理論，與思想的正本清源扮演積極角

色；而對於那些始終無意識到自身論述是在為威權或黨國背書的學

術五毛們，轉型社會對於知識「真相」的公開辯論便是一個喚起意識

（consciousness raising）的過程，使其意識到自身過往論述的可能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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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進而有所修正。最後，知識不正義理論能夠指認那些過往清楚知道

自己在為政權背書的學術五毛們，並批判威權時期學術界中知識生

產的不義。簡言之，知識不正義理論似乎能填補轉型正義理論中的知

識缺口。  

但是，當我們把它和轉型正義理論給並列起來參照時，則我們似

乎能發現知識不正義文獻中一道顯而易見的知識缺口：它只關注社

會層次知識活動的不正義問題，而非政治因素造成的知識活動不正

義。換句話說，知識不正義文獻似乎只處理社會歧視，而不處理政治

意識形態的歧視與不義。然而，本文第參部分所討論的諸多案例卻凸

顯了因政治因素而來的知識生產活動不正義，而非社會因素（當然，

該案例並未排除其中可能隱含的社會歧視）。知識不正義文獻這方面

的缺漏其實有跡可循。Fricker 在她那本經典著作中開宗明義地定義

知識不正義探討的是知識活動中因「錯待一個人作為認知者的身分」

而來的不正義，而非知識商品分配的不正義（Fricker, 2007, p. 1; 弗

里克，2019，頁 17）。在 2017 年的修正裡，Fricker 進一步區分了知

識不正義與差別待遇的知識不正義，並以前者指稱知識資源的分配

不正義，後者則統稱她的證言與詮釋不正義（Fricker, 2017, pp. 53-

55）。而雖然 Fricker 宣稱，知識不正義「所討論的倫理面向源於認

知活動中社會權力的運作，那麼揭露它們，也就是呈現認知活動的政

治」，並且認為「消弭這些不正義最終不僅需要更多有德聽眾，也需

要集體的社會政治變革。在知識不正義的議題上，倫理的即是政治的

（ the political depends upon the ethical）（Fricker, 2007, pp. 1-2, p. 8; 

弗里克，2019，頁 18，頁 25）」，但是在政治體制、政治意識形態

等直接而明確造成知識不正義的情況下，去說「因為倫理即政治，故

先處理社會中涉及知識活動的倫理問題」似乎有點拐彎抹角。若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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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明確而直接的問題源頭，那為何不直接處理政治問題？若知識商

品／資源的分配不義直接造成知識本身不義，則為何不直接著手處

理之？而若堅持不處理分配不義，那麼退一步來說，何不嘗試討論兩

種不義之間的關係？最後，如 Fricker 所說，若消弭知識不正義最終

仍需要集體的變革，那麼作為集體變革一部份的政治體制改革，怎麼

能在文獻中缺席呢？  

總之，如果是因為政治因素而造成的知識不正義（無論是證言的

或詮釋的），那麼直接處理政治問題不就好了？然而，這似乎會讓知

識不正義的理論陷入尷尬處境，畢竟它從一開始自我定位就是處理

社會而非政治問題：若是直接處理政治問題，則這可能會讓知識不正

義文獻在轉型正義文獻面前顯得多餘，然若轉而直接處理威權知識

生產以及這種知識本身對社會的影響，則也會讓轉型正義文獻在知

識不正義文獻面前變得多餘了。但是，本文所列舉的諸多案例似乎都

無法用其中一方理論來解釋，並且讓另一方顯得「多餘」。總而言之，

兩方文獻都能部分地解釋這些案例，但也似乎都有所不足。  

伍、結語：一份轉型正義與知識不正義的跨

領域研究倡議 

本文討論中山獎學金、臺灣黨國時期對海內外學人的監控機制

等案例，並嘗試藉由轉型正義與知識不正義等理論來分析這些案例

中威權政府學術資源的分配不正義，以及威權當局和知識生產（者）

之間的關係。筆者發現，這些案例凸顯出了轉型正義與知識不正義等

兩方文獻的共同缺漏，並且它無法被任一文獻所完整解釋：轉型正義

理論雖然可以解釋威權時期學術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但它似乎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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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從知識層面上解釋該不均如何對社會產生影響；而知識不正義理

論雖然能解釋威權時期受威權政府支援而從事學術工作的人在知識

上對社會的影響，但是其分析框架似乎忽略了政治體制因素。簡言

之，本文所列出的諸多案例無論是單以轉型正義或是知識不正義等

理論來解釋，似乎都不夠充分、完整。據此筆者認為，我們似乎需要

一個跨領域的研究計畫，以結合轉型正義與知識不正義等兩方面的

專家來共同探討這個案例，進而在理論研究上補足這個遺缺。而透過

該跨領域研究計畫，我們不僅可以指出威權統治時期下學術資源分

配體制的不公（補足知識不正義），還能夠辨識出受威權當局培植或

挹注的學術五毛們的出處，進而深究其知識生產對轉型社會的影響

（補足轉型正義）。最後，筆者總提出以下問題，並嘗試結合轉型正

義與知識不正義兩方理論來嘗試回答之，據此本文提出一個兩方理

論可共同研究的出發點：  

(1)  學術資源分配如何影響個體知識生產者所生產的知識與論

述，或者如何影響社會集體的知識生產？  

(2) （學術）知識本身如何證成或辯護某特定型態對個體知識

生產者，或者某知識生產社群的資源分配？  

而筆者的回答如下：  

(1)  轉型正義結合知識不正義理論。在實踐上（例如促轉會）必

須清查過往威權政府時期，那些為了製造官方論述而挹注

的所有金流，諸如中山獎學金、海內外親威權政府之智庫、

研究員與學者們的資金來源、親威權政府之報社的資金來

源，以及過往高等教育行政人事與教學人員之薪俸等，皆必

須依照調查結果以權責比例悉數收繳回國庫。  

(2) 知識不正義結合轉型正義理論。在實踐上必須清查過往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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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時期大專院校之教學與研究人員，羅列其所有發表過的

文章、專書、篇章、投書與社論等並對照將這些文本對照，

檢視在民主化後其是否仍有支持過往威權統治，打壓民主、

自由與自決等普世價值的言論。若有，並且仍在教學與研究

單位任職，則不僅是課堂內容，在期刊審查上也將會有「披

著匿名審查外衣，行言論審查之實」的疑慮，因此他們必須

去職並回歸為一般民間人士，讓民主社會的輿論來檢視與

討論其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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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r analy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cademic 

researchers and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through theories of 

transitional justice and epistemic injustice to explicate how 

authoritarianism impacts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 society. By case studies, the paper claims that although both 

theories could partially explain difficulties of production and 

spread of knowledge in an authoritarian-ruled society, it seems 

that each of their explanations taken individually is not adequate 

to address the problem. After reviewing the literatures, the paper 

finds that (1) transitional justice seems not able to explain the 

negative influences on knowledge on which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has put the society and that (2) epistemic injustice seems 

not able to account for prejudices based on the political ideology 

of the regime. The author thereby proposes an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project between the two fields so as not merely to s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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